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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全球城市”营商环境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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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构建了一个评价尺度更“宽”、针对
性更强，能够更好契合“全球城市”发展需要，能够反映大数据时代特征的营商环境 SMILE指数。基于 SMILE
指数比较分析认为，北京和上海在经济体量、经济成长性、数字政府、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提升金融服务效
率方面与其他顶尖“全球城市”差距不大，甚至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破产程序、中小企业投资者权益保护、
办理施工许可效率、企业税负负担、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国际连接与拓展能力、金融支
持创新创业、商务要素成本、数据安全等方面差距明显。当前，北京和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着力点在于:在金
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规则、市场准入与监管以及货币的可兑换性等方面先行先试，尽快使得一些基础性经济
金融制度与国际接轨，提升“全球连接指数”和拓展国际市场的可能性; 在规范化的前提下，大力促进新金
融业态、新金融模式、新金融工具的发展，整合各种科技金融服务要素，为企业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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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诸多，目前最具影

响力的是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Do-
ing Business) 。从 2003 年起，世界银行对全球一
百多个经济体的营商便利度进行打分排序，至今

已公布了 16期。世界银行在评估“营商环境”时
采用了一个相对窄的尺度，即主要从“营商程序
便利程度”与“法律保障力度”两个维度评估。世
界银行评价体系的核心是保障企业建立、运营和

发展壮大的制度环境和法制环境，重点是公平的

市场环境。然而，企业在评估一个城市的营商环
境时，不仅关注营商的便利性和法律保障力度，更

看重这个城市的经济体量、成长性、潜在的商业机
会、要素( 人才、资金) 的可得性、公共服务设施空
间可达性、环境资源的承载力等［1］［2］［3］。因此，仅
参照世界银行标准来优化营商环境显然是不够的。
有鉴于此，本文在吸收现有营商环境评价方

法中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从城市社会环境、市场环
境、创融环境、法制环境和政务效率五个维度构建
评估城市营商环境的 SMILE 指数。根据影响因
素与企业营商关联程度的大小，SMILE 指数将企
业营商因素分为核心层因素、中间层因素和外围
层因素，并根据影响力的大小赋予权重，这为分析

比较全球主要城市的营商环境提供了一个更加客

观全面的评价体系，为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
化、规范化、电子化的良好营商环境提出了富有针
对性的对策建议。

·741·



二、国内外营商环境指数的梳理与评价

目前，国内外已有多份研究报告对全球主要

国家( 地区) 和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发布了专门性的营商环境报

告。此外，在很多国际研究机构发布的城市竞争
力报告中，也涉及一些与营商环境相关的指标，如

日本森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城
市实力指数”( GPCI) ，经济实力指数中两个指标
与营商环境相关。下表 1对现有的营商环境评价
指数进行了梳理。世界银行在《2019 年营商环境
报告:强化培训、促进改革》报告中称，中国“在为
中小企业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取得快速进展”，排
名由第 78位跃升至第 46位。这反映在过去一年
我国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表 1 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主要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样本范围 主要评估指标

营
商
环
境
专
项
评
估
报
告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对全球 100 多个经济体的营
商环境进行打分排序

10项一级指标( 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
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中小投
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
产) ，权重均为 10%，二级指标 41项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2017世
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经济总量排名靠前国家的 25
座城市，加上中国的香港、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共 30 座
城市

软环境、生态环境、市场环境、商务成本环
境、社会服务环境、基础设施环境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
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分省企业
经营环境指数》

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西藏)

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企业
税费负担、金融服务、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
施条件、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企业经营的
社会环境

报告名称 样本范围 报告中涉及营商环境的指标

全球
城市
竞争
力报
告中
的营
商环
境指
标

普华永道《机遇之都》 全球 30 座主要城市，包括中
国的上海和北京

营商便利度( 开办企业、办理破产、免签证国
家数量、外国使馆和领事馆数量、保护中小
投资者、气候风险应对、劳动力管理风险和
税收效率)

日本森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
究所《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排名
( GPCI) 》

全球 44 座城市，包括中国的
香港、北京和上海

商业环境和营商便利度 ( 工资水平、人力资
源保障、办公空间、公司税率和经营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
力研究中心《全球城市竞争力
报告》

全球 505座样本城市，包括 56
座中国城市

营商便利度( 世界银行) 、犯罪率、语言多样性

对全球主要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分析比较，

世界银行指标适用性存在不足，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是针对对象主要是内资中小企业［4］，对于

以“全球城市”为目标定位的城市而言，世界银行
指标具有局限性。下页表 2列举了世界银行营商
环境报告调查样本企业的特征。定位于“全球城
市”，就不仅要关切如何为中小型企业营造一个
便利、高效、安全和公平的营商环境，还要考虑大

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对营商环境的要求［5］［6］。

对于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而言，其对一个

城市营商环境的关注点与中小企业会有所不同，

其可能更加关注城市的腹地支撑、链接全球产业
链的能力、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连通性，以及
经济体制框架的一些基本构成要素与国际准则的

兼容性等［7］［8］，但在世界银行评价体系中并没有

包含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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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评价尺度“窄”，评价结果与实际经验存
在一定差距。世界银行评估“营商环境”时采用
了一个相对较窄的尺度，即主要从“营商程序便
利程度”“法律保障力度”来评价，忽略了经济体
量、成长性、潜在商业机会、宏观经济稳定性、要素
的可得性、资源承载力等重要因素，导致评价结果
存在偏差。如以北京和上海为样本城市，2018 年
世界银行报告评价的中国营商环境排名( 第 78位)
低于非洲的卢旺达( 第 41 位) 和南美的哥伦比亚
( 第 59位) ，这与实际明显不符。
三是评价指标没有考虑大数据时代的新特

征，无法反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企业对营
商环境的新要求。世界银行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
对传统经济下企业进入市场的情况进行评估，反

映了企业生命周期各环节的运行效率。但没有考
虑大数据时代企业发展的新特征、对营商环境的
新要求。如世界银行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估企业融
资环境时，是从传统金融的角度来评估企业获得

资金的可能性，没有考虑利用金融创新，高效、可
控地服务于初创企业的新金融业态和新金融产品

( 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 PE、公司创投、科技银
行等因素对初创企业的金融支持) ，也没有考虑

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
高新技术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融资等领域对金
融服务效率以及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实际上
在大数据时代，金融和科技的融合程度，对企业的

融资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9］［10］，但是从世界银行

评估体系中并不能看到这一点。

表 2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调查样本企业特征

筛选样本企业标准 样本企业特征

1．企业所有人 100%国内公司且归 5 人所有，没有一个所有人是法律实体( 即都是自然人)

2．启动资金 人均收入的 10 倍

3．经营范围
从事一般性工业或商业活动，例如生产或向公众销售产品或服务。企业不从事外贸也不经
营须遵守特别税制的产品，不使用重污染的生产过程

4．办公条件
租赁商业厂房或办公室，不是房地产所有者;办公区域的年租金等于 1 乘以人均收入;整个
办公室的面积大约为 929 平方米

5．雇员人数 经营一个月内，雇员数量至少有 10 个、至多有 50 个，且雇员全部都是本国公民
6．营业额 营业额至少达到人均收入的 100 倍

三、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测算方法

鉴于上述世界银行评估体系的局限性，本文

在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营商环

境 SMILE指数。相较于世界银行评估指标体系
而言，SMILE指数评价尺度更宽，纳入了世界银行
评估指标没有考虑的诸如经济体量、成长性、潜在
的商业机会等指标。同时 SMILE 指数更好地契
合了“全球城市”的目标定位，不仅考虑中小企业
对营商环境的关切，还考虑了在全球配置资源的

跨国公司尤其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 APS) 对营商
环境要求的指标。此外，SMILE 指数还增加了
“智慧城市指数”“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指标以
反映大数据带来的重大影响。

( 一) 指标选取

SMILE指数将影响企业营商环境的因素归结
为五个方面，即社会环境( Society Environment，简
称 S) 、市场环境( Market Environment，简称M) 、创
融环境 ( Innovation ＆ Finance Environment，简称
I) 、法制环境( Legal Environment，简称 L) 和政务
效率 ( Efficiency of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简
称 E) ，为了突出该指标体系的辨识度，我们根据
这五大类因素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将该指标体系

命名为营商环境“SMILE 指数”。根据这五类一
级指标，在每类指标下，进一步构建了二级和三级

指标。我们还根据与企业经营环境关联度的大
小，将 SMILE指数的五大维度指标分为外围层指
标( 社会环境指标) 、中间层指标 ( 市场环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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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融环境指标) 和核心层指标 ( 法制环境指标 与政务效率指标) ，如图 1所示。

图 1 营商环境 SMILEs指标体系示意图

( 二) 数据来源与样本城市

SMILE指数的各项指标与数据均来自国际权
威机构与组织的报告或数据库，包括世界银行、世
贸组织、OECD、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福
布斯、普华永道、德勤、森纪念财团等国际组织、政
府机构或权威专业机构发布的数据和报告( 由于

版面原因，各项数据具体来源不一一列举) 。
关于哪些城市是顶尖“全球城市”现有研究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多数研究认为在“全
球化和世界城市”( GaWC) 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居
于 Alpha++和 Alpha+级别的城市可以被界定为顶
级“全球城市”［11］［12］，这些城市包括伦敦、纽约、
巴黎、东京、新加坡、中国香港。因此，本文就以这
些城市作为北京和上海的对标城市，分析比较北

京和上海与这些城市在营商环境方面的差距。
( 三) 指标权重的确立与指数的测算

营商环境评价是一项涉及多层系统、多项指
标的复杂工作，权重的确定是此类研究工作的重

点，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因子分析法对全球城

市营商环境进行测算和综合评价。一是对原始数
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我们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直

线型标准化处理方法; 二是根据相关系数矩阵对

原始指标进行相关性判定，并进行 KMO 和 Bart-
lett的球型度检验，以判断是否适用因子分析; 三
是提取主因子，根据方差贡献率≥85%的原则确

定因子个数，并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

到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比较每个原始变量

在各个主因子上的载荷; 四是得出因子得分系数

矩阵，计算每个主因子的得分，并以主因子的方差

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因子总得分，并

进行排名。

四、基于 SMILE 指数的顶尖“全球城市”营
商环境比较分析

( 一) 综合指数比较

我们选取了国内外 8 座城市，根据 SMILE 指
数，对其进行了测算和排序，结果显示纽约、伦敦
位列前两位，上海和北京 SMILE 指数综合排名靠
后，分列第七位和第八位( 见下页表 3) 。
表 3还列出了 8个样本城市在世界银行营商

环境指数中的得分和排名情况，不难发现，新加坡

和中国香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而在 SMILE 指
数中，纽约和伦敦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可见，当
考虑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和融创环境，并将反映经
济体量、国际链接与拓展、金融支撑和创新等指标
纳入营商环境指数后，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等
超大经济体的首位城市营商环境相对排名均会上

升，而较小经济体城市，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排

名下降。北京、上海的排名虽然没有变化，但与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差距缩小了，而与纽约和伦敦

的差距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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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营商环境综合指数及分项指数排名

SMILE综合指数得分与排名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综合指数得分与排名

城市 得分 排名
相对于世界银行

排名的变化
城市 得分 排名

纽约 100．00 1 ↑ 纽约* 82．54 3

伦敦 92．96 2 ↑ 伦敦 82．22 4

新加坡 87．93 3 ↓ 新加坡 84．57 1

巴黎 84．00 4 ↑ 巴黎 76．13 5

东京 82．45 5 ↑ 东京* 75．68 6

香港 68．27 6 ↓ 香港 83．44 2

上海 55．75 7 → 上海* 65．29 7

北京 43．70 8 → 北京* 65．29 7

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包括 180个经济体，一般一个经济体都选择最大商业城市作为样本城市，以该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代表

该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指数;而人口超过 1亿的超大经济体是以其两个最大商业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按人口作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

因此，在表 3中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综合指数得分排名中，带* 号的城市实际上是其所在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指数。

( 二) 核心层指数比较

参考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SMILE指
数的核心层指标纳入了营商法制环境指数和政务

效率指数，但与世界银行指标略有不同( 见表 4) 。

表 4 SMILE指数核心层指标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异同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SMILE指数核心层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法律保障力度 获得信贷、执行合同、保护
中小投资者、办理破产

营商法制环境指数
世界银行法律保障力度相关指

标，加上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人身
安全指数

程序复杂性 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
获得电力、财产登记、纳
税、跨境贸易

政务效率指数 世界银行程序复杂性相关指标，

加上数字政府指数、政府治理指
数、政府透明度指数

表 5 SMILE指数核心层指标得分与排名

城市

营商法制环境指数
得分与排名

政务效率指数
得分与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新加坡 100．00 1 93．37 2

香港 37．53 6 100．00 1

纽约 74．71 2 86．38 3
伦敦 60．38 3 85．89 4
巴黎 50．73 4 68．24 5
东京 45．63 5 51．16 6
上海 21．92 7 23．85 7

北京 14．51 8 22．97 8

差异主要表现在:其一，与世界银行的法律保

障力度相关指标相比，营商法制环境指数在世界

银行指标的基础上加入了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和人

身安全指数;其二，与世界银行程序复杂性相关指

标相比，政务效率指数在世界银行指标的基础上

加入了数字政府指数、政府治理指数和政府透明
度指数，以衡量政务公开和政府治理水平。表 5
展示了主要“全球城市”营商环境 SMILE 指数核
心层指标得分情况。

1．核心层营商法制环境指数比较分析。就
SMILE营商法制环境指数得分而言，新加坡综合
得分遥遥领先排名第一位，纽约、伦敦、巴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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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国香港、上海和北京位列其后，相对于领先
城市，上海和北京的营商法制环境仍有明显差距。
世界银行法律保障力度相关指标测算的城市排名

为纽约、新加坡、伦敦、中国香港、东京、巴黎、上海
和北京，两个排名有些许差异。上海和北京的排
名相对而言没有变化，但是其与领先城市的得分

差距有所拉大，这表明当考虑更加全面的营商法

制环境标准后，北京、上海与全球顶级城市的差距
更加明显。我们还测算了北京、上海营商法制环
境的各分项指标与样本城市中表现最好城市之间

的差距( 如图 2所示) ，不难发现缺乏规范高效的
破产程序、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维护不足和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较弱是北京、上海营商法制环境建
设的主要短板，而执行合同的效率和社会治安是

北京和上海的相对优势所在。

图 2 北京、上海与表现最好城市营商法制环境
指数各分项指标的相对分值

2．核心层政务指数比较分析。就 SMILE营商
环境政务效率指数而言，中国香港、新加坡的政务
效率分别排名前两位，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紧随
其后，上海、北京位列第七位和第八位。两种测算
方法下的城市排名差异并不大，只是基于 SMILE
政务效率指数评价下，纽约排名上升一位，超越伦

敦位列第三位。但是我们看到，北京、上海与表现
最好城市中国香港、新加坡的距离拉大了。从
SMILE政务效率指数的各分指标评价来看( 如图
3所示) ，办理施工许可效率低、企业税负较重、政
府信息透明度较低是北京、上海提高政务效率面
临的主要瓶颈。而在数字政府指数方面，北京和

上海与领先城市非常接近。

图 3 北京、上海与表现最好城市政务效率指数各
分项指标的相对分值

( 三) 中间层指数比较

SMILE指数在测度营商环境时，加入了市场
环境指数和创融环境指数作为中间层指标。表 6
展示了样本城市 SMILE 营商市场环境指数和创
融环境指数得分的基本情况。

表 6 SMILE指数中间层指标得分与排名

城市

营商市场环境指数
得分与排名

营商创融环境指数
得分与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纽约 100．00 1 100．00 1

巴黎 82．13 2 67．18 4

东京 64．80 3 83．69 3

伦敦 64．68 4 96．34 2

新加坡 56．06 5 51．96 6

香港 36．09 6 59．56 5

北京 8．62 7 46．69 7

上海 7．45 8 35．61 8

1．中间层市场环境指数比较分析。就市场环
境指数而言，纽约市场环境综合实力最强位列第

一位，巴黎、东京位居其后，北京、上海的市场环境
综合实力与其他领先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从市场
环境指数的各分项指标来看，上海在营商基础设

施条件、经济成长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北京
与上海一样在经济成长性方面优势明显，而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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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存在差距( 见图 4 左) ，但是与
国际领先城市相比，北京、上海全球配置资源的能
力不够强、国际拓展力相对不足 ( 表现为全球城
市网络中心度较低) 、经济自由度有待进一步提
升( 如图 4右所示) 。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 SMILE 市场环境指数

中，与其他领先“全球城市”相较，上海和北京的
营商要素成本过高 ( 见图 5) ，劳动成本、资金成
本、房价、水电成本都相对较高，使得企业经营负
担较重，削弱了城市的营商环境竞争力，因此如何

有效降低商务成本是北京和上海营造一流营商环

境的一个关键所在。

图 4 顶级“全球城市”SMILE指数中间层市场环境部分指标比较

图 5 国内外城市主要商务成本对比

注 1: SMILE营商环境指数用最低工资 /单位工人生产增加值作为劳动力成本的代理指标( 该指标越大表示劳动力使用成本越高) 、

贷款可获得性指数作为资金使用成本的代理指标( 该指标越低表明资金使用成本越高) 、房价收入比作为居住成本的代理指标( 该指标

越大表明居住成本越高)

注 2:数据来源: Doing Business Database、http: / /www．numbeo．com /property－investment / rankings．jsp、《2017年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

告》。新加坡无最低工资制度，故其最低工资 /单位工人生产增加值指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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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MILE 营商环境指数还纳入智能停车
系统公司发布的《2017 smart cities index》相关指
标，从 4G 连接、Wi－Fi 热点覆盖、手机普及、网速

等四个维度对全球主要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北京、上海的 4 项指标与其
他城市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见表 7) 。

表 7 国内外主要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比

指 标 纽约 伦敦 东京 巴黎 新加坡 香港 北京 上海

数字生活指数 8．66 6．52 7．76 8．26 7．66 6．44 4．98 4．2

4G LTE 6．74 4．34 6．37 7．26 8．71 7．17 4．6 4

Wi－Fi Hotspots 9．91 9．83 9．57 9．5 6．63 7．92 8．62 6．88

Smartphone Penetration 8．17 6．68 8．61 8．1 7．55 3．71 3．71 3．71

Internet Speed 9．83 5．24 6．5 8．18 7．75 6．97 2．99 2．21

数据来源: 2017 smart cities index 智能停车系统公司

2．中间层创融环境指数比较分析。作为顶尖
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纽约、伦敦的创融环境指数
得分遥遥领先，东京、巴黎、香港、新加坡、北京、上
海分列其后。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城市对研
发者的吸引力、智力资本与创新力、金融与科技的
融合度( 金融科技指数) 是科技创新型企业最为

关切的营商环境因素，也是创融环境的关键因素。

图 6 SMILE营商环境中间层指标融创环境的比较

在 8个城市中，纽约和伦敦的表现非常突出
( 见图 6) ，纽约能够成为仅次于硅谷的美国第二
大科创中心，伦敦能够成为欧洲第一大科创中心，

与这两个城市优越的创融环境高度相关。虽然北
京、上海在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提升金融服务效
率方面表现不凡，在第三方支付、金融云、区块链、

生物钱包等方面甚至居于领衔地位，但是，金融对

科创型尤其是初创型企业的支撑力度却显不足，

尤其是在服务于创新创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
和 PE、知识产品产权证券化、股权众筹等方面不
如领先城市突出。这是导致北京和上海创融环境
滞后的重要原因。
( 四) 外围层指数比较

商业活动的主体归根结底在于“人”，因此一
流的营商环境不仅体现在高效的政府服务、高质
量的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和创融环境，也体现在良
好的社会环境。为此，SMILE 指数在测度一座城
市的营商环境时，加入了社会环境指数作为外围

层指标。
下页表 8展示了国内外主要城市社会环境指

数综合得分的基本情况，伦敦排名第一位，“艺术
之都”巴黎排名第二位，东京、新加坡、纽约、香
港、上海和北京位列后六位。与其他城市相比，北
京和上海在文化环境方面差距也比较明显，主要

原因在于数据安全指数欠佳。安全的数据信息环
境不仅可以有效保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对于营
造公正、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经济学
人杂志发布的《Safe city index 2017》报告从数据
安全、健康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和人身安全四个维
度对全球 60座城市的社会安全情况进行了评价，
报告显示，北京、上海的健康安全、基础设施安全
和人身安全表现良好，但是数据安全与领先城市

差距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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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顶尖“全球城市”SMILE营商环境外围层社会环境指数

城 市 综合指数
分项指数

宜居环境 社会安全 医疗服务 文化环境

伦敦 100．0 1 328．3 82．0 67．8 333．1

巴黎 99．5 2 350．5 79．7 73．1 217．3

东京 97．0 3 332．8 89．8 79．0 186．3

新加坡 80．7 4 290．1 89．6 69．6 180．9

纽约 78．5 5 280．0 89．0 63．5 233．1

香港 55．7 6 275．6 86．2 63．8 105．9

北京 22．2 7 284．8 72．1 64．1 155．0

上海 20．5 8 273．6 70．9 59．7 124．0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鉴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尺度偏

“窄”，评价结果与经验差距大; 针对对象主要是
内资中小企业，无法契合全球城市的目标定位，同

时评价指标没有考虑大数据时代的新特征，无法

反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企业尤其是创新型
初创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新要求等局限性，本文构

建了一个评价尺度更“宽”、针对性更强、能够更
好满足全球城市需要、反映大数据时代特征的营
商环境 SMILE指数。

表 9 基于 SMILE指数视角的北京、上海营商环境总体评价

评价维度 北京、上海的相对优势及其与顶尖“全球城市”的差距

核心层指标

营商法制环境
相对优势:执行合同效率高、社会治安水平良好
短板:缺乏规范高效的破产程序、对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维护不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

政务效率
优势:财产登记效率较高、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
短板:办理施工许可效率低、企业税收负担较重、政府信息透明度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间层指标

市场环境
优势:营商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市场广阔、经济具有高成长性
短板:全球配置资源能力不够强、国际拓展力相对不足、商务要素成本过高

创融环境

相对优势: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方面表现不凡，在第三方支付、金融
云、区块链、生物钱包等方面甚至居于领衔地位
短板:金融对科创型尤其是初创型企业的支撑力度却显不足，尤其是在服务于创新创业
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 PE、知识产品产权证券化、股权众筹等方面不如领先城市突出

外围层指标 社会环境
相对优势:公共交通设施相对完善，在健康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和人身安全表现良好
短板:自然宜居质量相对较低、数据安全水平亟待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有待提高

基于该指数，本文将北京、上海与顶尖“全球
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得到如下
主要结论: 其一，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相比

较，SMILE指数在增加考量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和
创融环境后，超大经济体的首位城市营商环境的

相对排名均会上升，而较小经济体城市排名下降。
北京、上海的排名虽然没有变化，但与新加坡和香
港的差距缩小了，与纽约和伦敦的差距扩大了。
其二，对于定位为“全球城市”的北京和上海而
言，在经济体量、经济成长性、数字政府、利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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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和大数据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方面与其他顶尖

“全球城市”的差距不大，甚至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在破产程序、中小企业投资者权益保护、办理施
工许可效率、企业税负负担、市场准入和退出机
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国际连接与拓展能力、金
融支持创新创业、商务要素成本、数据安全等方面
差距明显，上页表 9 从三个层次五个维度对北京
和上海营商环境进行了归类总结。
基于上述主要结论，本文就北京和上海如何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北京、上海而言，打造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亟须完善评价体系。对标纽约、伦敦等顶
级全球城市，北京和上海最主要的差距是没有产

生像毕马威 ( KMPG) 、波士顿咨询 ( BCG) 、高盛
( Goldman Sachs) 这样业务遍布全球的本土型先
进生产性服务企业 ( APS) ，导致为全球提供“服
务”的能力不足，制约了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
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可见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跨
国经营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营商环境，对于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非常重要。
第二，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对照世

界银行标准，围绕“营商程序便利性”与“法律保
障力度”为企业开办、扩建、经营、破产清算提供
良好的环境，是北京、上海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
要达到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还要着力在金融
会计准则、投资贸易规则、市场准入与监管以及货
币的可兑换性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尽快使一些

基础性经济金融制度与国际接轨，提升“全球连
接指数”和拓展国际市场的可能性，这样才能打
造一个与“全球城市”定位相契合的营商环境。
第三，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能否为企业提

供便利的创新和融资环境是评估一个城市营商环

境质量的关键因素。北京和上海都提出要建设全
球科技创新中心，因此，如何在规范化的前提下，

大力促进新金融业态、新金融模式、新金融工具的
发展，整合各种科技金融服务要素，为企业创新提

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撑，既是北京和上海优
化创融环境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也是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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